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
*

———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徐 勇

内容提要:“早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文明和国家成长的定义。这一定义包括两层
涵义: 一是时间早迟; 二是与“早衰”相对应的过早成熟。后一层涵义在价值层面缺乏
应当性和正当性。只有转换视角，从历史政治学的关系叠加的角度才能更好的理解中
国的国家成长。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
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
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为了代替旧的办法，经历了顽强而
长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三次大突破。
关键词:国家 成长 早熟 历史政治学

人类文明与囯家是一个历史的成长过程。人们对国家成长的认识及所形成的概念却有很强
的价值取向。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先贤们是参与者，他们贡献出
独特的思想，迄今还熠熠生辉。没有中国先贤的贡献，就无所谓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思想上第二
次大突破是 17 ～ 19 世纪的思想启蒙，主题是重新设计一个现代世界。只是这次突破是西欧国家
所执牛耳，甚至一方独大。中国是这次思想突破的缺席者，也失落为消费者。而思想的重要功能
是通过一个个概念建构起一个“规范的世界”。这一“规范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存在着相当
大的差异，只是人们长期身在其中，不得自觉。但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
醒和主体重构。觉醒后的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便是基于历史的“自然的世界”对于“规范的世
界”的概念进行清理和辨析，并对历史的“自然的世界”进行重新解释。本文继对自由、专制、人
权、威权等概念清理之后，再就中国文明与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作一辨析和重构。①

一、“早熟”的定义及背后的价值

人类社会从初始的自然形态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天然法则: “先入为主”。谁先进入某个领
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处于该领域的高端地位。后到者势必受其制约
和影响，处于低端地位。这便是先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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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系变迁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改进和演化研究”( 18AZZ013)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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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 《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
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河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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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意识领域，一些人最先对一定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事实加以定义，即对于一
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表述，便会构成定义权。知识生产的领导
地位是由定义权决定的。①

在人类思想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历史还只是地方性历史。当时的思想家
们只是不约而同地进行思想生产，相互之间没有交流，也没有相互产生影响。人类思想第二次大
突破的时代是一个从各民族相互隔绝到相互依赖和影响的“世界历史”。思想生产与物质生产
一样不再只是局限于地方性和民族性，而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并会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
系。作为第二次思想突破发源地的西欧的思想家创建了一个个概念，来定义他们所认知的事物，
并通过传播产生广泛的影响。文明和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便是其中之一。

19 世纪，随着资本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将一个个西方人陌生的文明和国家展现在他们面
前。思想家通过比较，对这些文明和国家进程加以认识并给予定义。中国文明与国家是其中之
一。“早熟”是代表性的定义之一。

马克思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对世界文明进行了比较，描述了不同民族
和国家的文明进程的起点和特点。他以形象化的话语对人类不同文明的生长进行了比较，认为“有
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
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②在马克思看来，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形成，“在历史上所走的路程是
前行的，比希腊、罗马的历史差不多早了一千年。”包括“马克思所讲的‘收取贡纳的国家’或‘东方
专制君主的国家’”;还包括“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等。“这不能不说是‘早熟’。”③

马克思关于“早熟”的定义注意到了人类世界进程的多样化，发现各个国家的文明进程的差
异性。“早熟”主要是指文明进程中时间的早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尤其是肯定了东方国
家的文明进程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早。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近代以来被视之为
野蛮落后国家的学者，引用这一定义说明本民族历史的优越性。如被视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
漱溟先生多次引用“早熟论”证明中国文明早于或优于西方文明。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
的早熟……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
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④钱穆亦是少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
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进程中，他一再表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温情”，并引用
“早熟”的观点。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提出:“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 这是否可称为中
国历史之早熟?”⑤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⑥ 19 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在西方的成长和成熟，西方学者发现
直至 19 世纪在西方国家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便已出现。最有代表性的
学者是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韦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的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
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便已存在。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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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并归之于国家“早熟论”。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是当
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多次引用“早熟论”的观点定义中国的国家成长。“依马克斯·
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
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
出世。”①他在说明古代中国为何能够在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答案是“中国国家早熟的现
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②国家早熟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组织化和非人格化的
行政官僚体系。黄仁宇是近些年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在书写中国大历史时，他多次使
用“早熟”的定义。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中国政治体系
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③

定义是学术话语的核心，可作多种理解和运用。从话语原创及其影响看，“早熟”可作两种
理解: 一是与“早迟”对应，即文明进程的早晚时间。这一理解没有价值取向; 二是可与“早衰”，
即有的文明和国家进程因为过早的出现而导致后来的停滞和落后。这一理解有一定的价值取
向。相当多的学者都是从这一意义上运用“早熟”定义的。如福山在肯定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
的有效性比西方国家更早之后，又强调这种体系“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④

而后者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黄仁宇也是从近代中国落后衰败的角度使用“早熟”的。他在
表达“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时，紧接要说的是，“很多地方上的习惯，
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在表述“中国政治体系的
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之后，紧接着要强调的是“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⑤即
使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和钱穆也是将近代中国的落后衰败归之于“早熟”，是过早的
“成熟”导致了后来落后的“早衰”。侯外庐更是直接认为，“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
古代社会‘早熟’的必然结果。”⑥

从“早熟”定义的第二层涵义便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蕴含着价值成分。价值体现着事物的应
当性和正当性。任何概念都具有价值的高低阶位的属性。“早熟”相对于“正常”是个低阶位概
念。其应当性和正当性不够。“早熟”意味着应当出现的而没有出现，其正当性自然就不强。正
是“早熟”导致了“早衰”，由“早衰”则可推导出“早熟”的非正当性。由此可见，在理解和使用一
个学术概念时，一定要辨析其涵义、影响，特别是蕴含的内在价值。

二、从内生演化的角度看待国家成长

“早熟”的定义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在于概念生产者的认识视角。
任何知识的生产者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下进行生产的。首先，知识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者所

处的方位，即从什么位置出发看待事物;其次，在于生产者的标准，即以什么坐标来衡量事物;再
次，在于生产者的依据，即以什么根据来判断事物; 最后，给出其定义。
“早熟论”产生于 19 世纪的西方，当时正处于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高点。思想家更多

的是以西方，特别是具有现代性的西方为坐标来认识事物，从现代文明和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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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是时代所然。“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的认识和“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
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的结论均是如此。

显然，“正常”“现代”是以西方文明和国家为标准的。这在于当时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正处于
历史的高点。西方思想家们更多的是从高点上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来认识世界。而当时的非西方
国家还缺乏对自我的认识，更缺乏理论的自觉，也不可能为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提供认识依据和交
流碰撞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早熟论”很容易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偏差，使得人们
更多的是从“早熟论”的第二层涵义上，即从“早衰”的角度去理解“早熟”。尽管文化保守主义
者主要是从“早熟”的第一层涵义上，即从“早迟”的角度去理解“早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落
后”，也不自觉地转向了“早熟”的第二层涵义。这也是时代所然。毕竟当时的中国处于相对的
低点，西方文明和国家处于相对高点。人们的认识不能不受其影响。

然而，发源于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
随着文明和国家主体性的建构，人们对以西方和现代为标准的“早熟”定义有了自我反思。我国
的编译者对收入到 1995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马克思关于“早熟论”的一段话作了
适当的修正。新版中的马克思的话是这样表述的: “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
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新版的话删去了 1955 年版的“惟”这一具有
排他性的话语，并且联系上下文，马克思对于各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这一修订
有助于改变沿袭已久的西方现代中心主义的视角，但远远还不够。与“早衰”相对应的“早熟论”
话语毕竟影响甚深。近几年，有学者已意识到用“现代”话语比附历史的问题。秦晖将这种比附
的“现代”称之为“伪现代”。② 但无论是“现代”，还是“伪现代”仍然受限于西方和现代的参照，
并不可避免会受到蕴含在这一参照系内的价值的影响。

所以，要从根本上梳理“早熟论”，必须从话语生产方式切入，转换对文明和国家认识的视
角。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事实上，将政治现象置于
历史进程的视角来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在阐述各类人类文明的儿童时代后，紧接
着说到，“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
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
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③只是这一论述尚未作为政治学学
科的认识基础。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则强化这种理论自觉。杨光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角度系统阐述了历史政治学的学科意义，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历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也
为我们辨析“早熟论”并建构起新的认识视角提供了指引。④

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政治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内在依据和条件，文明和国家是因为内
在的条件而内生演化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烈反对用一个标准去剪裁不同文明和国家
进程的倾向。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时特别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
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
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⑤

历史存在的现象需要从历史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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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别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包括行政官僚体系在内的
一系列国家要素并不是“早熟”，而是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自然产生的正常的结果。换言之，是
中国文明和国家内在的条件决定了中国比较早地产生行政官僚体系这些西方国家直到 19 世纪
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

在世界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中国很早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政治统一体，支撑这一政治统一体
的制度性力量包括中央集权、行政官僚、郡县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因素。这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
体源于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赖于存在的历史条件，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的农业社会。

在恩格斯看来，“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中国正是因为农业发达而在
古代领先于世界文明。但愈是发达的文明所要求的条件愈高，其中包括政治条件。大规模农业
社会决定着中央集权体系的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

第一，早期中国起源于治水，治水一直是国家的功能，也是存在的依据。这是大规模农业社
会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③“节省
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
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
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
能。”④大型治水难以实现当事人的自愿联合，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组织。

第二，农业生产适用于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生产。但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自愿联合，在政
治上进行自我表达，从而需要有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代表他们。如马克思所说的，
“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⑤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内在的独立和分
裂的倾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社会整合。换言之，“大一统”的整合是因为“小
而分”的存在。

第三，大规模的国家是在多个族群互动中联为一体的。这种互动愈是早期，愈是通过冲突和
战争的方式展开。依靠社会自我的力量无法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以内，只能依靠具有统一性的国
家力量加以调节和控制，从而不至于使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在冲突中自我毁灭。

正是基于此，“大一统”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的国家演进法则和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并在
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等国家要素。顾准先生对古希腊文明和国家是持高度肯定态
度并在价值上排斥专制制度的学者。但他通过比较研究，表示: “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
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
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⑥

三、关系叠加造就国家成长的重叠性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是一个由于其内在条件而造成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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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正常的而不是“早熟”的。但是，“早熟论”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是: 为什么很
早就产生了西方国家一直到 19世纪才有的国家要素，近代却又落后于西方国家?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让
人迷惑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现象，而未能深刻理解事物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

马克思以深邃的眼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现事物内在的根据。他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
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
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
转移。”①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国家进程受社会关系支配。
不同的社会关系制约着不同的文明和国家成长进程。

马克思说:“血缘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②“‘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
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
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③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共同出发点。但当人
类告别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时，便因为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不同的路径。在西方，由于特定的历
史条件，“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 代之而起的
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④“平民的胜
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⑤而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
件，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之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
炸毁，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由此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侯外庐对西方与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的特点作过比较。在他看来:“‘古典的古代’是从家
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
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
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 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
新’。”“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着的人。”⑥这就是说，“希腊、罗马的国家完全冲破了家
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家族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结合的关系;而中国的国家仍处在家族血缘关系的束
缚之中，家族与国家处于相结合的状态。”⑦

应该看到，血缘关系提供一种稳定性、持续性和次序性，使得中国文明和国家在同一空间里
内生演化，并与新生的关系形成叠加。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 lewis Henry Margarn) ，对比因人类社会的血缘关系组织形态的延续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
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
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正视，由古老的血缘关系构成的文明社会对于国
家成长的影响和制约，使新的国家要素为古老的社会关系所渗透和包裹，表现出“旧的拖住了新的”
的倾向。新的社会关系与旧的社会关系相互叠加，使得国家成长具有复合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韦伯指出中国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出现了西方 19 世纪才出现的行政官僚制，但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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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这种官僚制不同于现代理性官僚制，而将其命名为“家产制国家结构”。① “家产制”便来
自于远古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这是因为，韦伯发现了中国文明与国家进程不同于西方的
独特性，即“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
而瓦解了。”②这种血缘关系的氏族团体势必影响着官僚制，使得很早就已出现的行政官僚制表
现为非人格化与人格化同时并存的特性。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决定实行郡县官僚制，但自汉到
隋唐，宗法封建制仍然延续了相当时间，实际上是半封建半官僚制; 即便是官僚制，也受到人身关
系的深刻影响，如九品中正制将血缘门第出身置于官员录取提职的首要条件，科举制及官员任职
也受到门生故旧关系的渗透;官员任职不仅是获得报酬的职业，更是家族的期待和光宗耀祖的事
业，官员要通过谋取各种好处报恩于家族，使得官员腐败难以遏制;受各种人情关系的影响，官员
很难秉公执法，大量存在法外开恩……。诸如此类“旧的拖住了新的”的现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国
家成长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其背后的支配因素则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这种叠加关
系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而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所限。这才是一种以历
史的眼光看待政治现象的历史政治学的认识。

四、顽强而长久的斗争推动国家成长

关系决定着国家。但关系中的人是能动的。人们通过其能动性行为推动着关系模式的重
构，也促进着国家成长和国家治理的改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确定了国家与氏族组织不同的两个标准，分
析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组织转变的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条不同的道路。他指出:“按照居住地
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
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
争。”③其中，“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
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
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 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
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④马克思将希腊称之为正常的儿童与此相关。但希腊文明和国家已经属
于次生文明和国家，因而非常纯粹，且具有很高发展形态。只是在达到这一高度之前，经历了顽
强而长久的斗争。而德意志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
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
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⑤

与以上国家的形成相比，中国的国家成长更是要经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首先，中国是
在原生文明基础上成长的国家。原生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由于农业文明而一直延续下
来，比德意志要漫长得多，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其次，中国是一个在农业剩余十分
有限的条件下形成的大规模国家，要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格外艰难。尽管雅典人形
成“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但由于条件及制度内在缺陷所限，很快崩解。“自治自给的城
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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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
谋求民族统一。”①世界上原生的大规模国家几乎都难以维持而解体。而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
政治统一体却一直延续下来。

可以说，从文明和国家诞生开始，中国人为保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就一直在寻找最适合
的国家治理方式，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早在周朝，为了维持一个
具有“九州”范围的国家整体不致于分崩离析，治理者以“天下一家”的理念，通过层级分封，达致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整体性联结。“封建制把许许多多独立分散的氏族、部族组织用血缘宗
法关系联系起来，‘以藩屏周’，地方诸侯都要宗周，周天子的政令下达到诸侯，造成初步的政治
大一统的局面，为华夏文化的孕育发展与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②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实现了第一次大的飞跃。

只是通过血缘关系将一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族群的政治统一体维持下来太困难了。“血
浓于水”，水冲淡血。随着历史发展，原来的亲戚不再亲，利益关系日益占主导地位，利益之间的
冲突最终演化为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争霸战争。只是在大规模、持续性的战争中，才诞生出以
地域关系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使得中国的国家形态实现了第二次质的飞跃。③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旧的社会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继续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国家成长，
人们仍然还要为代替旧的办法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如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以郡县官僚制不
断弱化血缘封建的力量;以科举制替代九品中正制，减少血缘门第关系对选官过程的影响;以异地
任职，防范官员结织私人关系网络;以“编户齐民”，避免人身依附关系;以郡县行政城市，保持中央
对广土众民的联结;以统一的法律，保证政令的统一和人身权利;通过“统而不治”实行对边疆民族
地区的有效治理，等等。④ 福山因此表示:“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
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
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⑤正是通过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使得中国以其治理体系
在两千多年维持着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的延续。著名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惊叹:“尽管中国疆土广袤
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⑥

19 世纪前的政治统一体只是一个因地域关系造成的地域性政治统一体。当世界进入全球
关系时代，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且国家治理形态难以适应新的关系格局。为此，中国人“睁
眼看世界”，为国家的全新成长进行了更加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包括思想界出现的“早熟论”，从
根本也是基于对中国的新的国家成长的期待。经过近两百年顽强而持久的斗争，中国的国家形
态和国家治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实现了第三次巨大飞跃。

中国的国家成长的三次大飞跃，一次比一次的质量更高。只是由于关系的多重叠加，使得国
家的成长历程要比一般国家更艰难、更复杂、更曲折，也需要进行更加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湖北省武汉市，430079)
( 责任编辑: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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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 to the overlay of blood lineages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state growth of China is not carried

out under the old forms of relationship being " blown up" ． Instead，it is developed on the tangle of ol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new social element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old method，it experienced a tena-

cious and long struggle and achieved thre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state growth of China．

Key words: state; growth; precocity; historical politics

On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Yang Guangbin，Shi Qipeng( 10)……………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has aroused wid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China，especially in the commun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a new approach，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is not only a unique research tradition，but also has some specific functions as well as other tradi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nswers the source of political theories，thus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could avoid the“fragmentation”in historical research mainly caused

by the“cultural turn”． In other words，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pursues the“fact”as well as the

“truth”．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functions，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lso has political functions，that

is to provid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for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it can pro-

vide us wit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to understand the legitimacy．

Key words: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pursuing good govern-

ance; legitimacy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s of Social Science: with Ｒeference to

Historical Sociology，Political History，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Yao Zhongqiu( 21)……

Abstract: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i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itiated

by Chinese scholars，it，however，does not start from scratch，and there are many availabl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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